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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理应到南通去参观游览”
□朱江

苏中金融战线的
“金刚钻”邓白

□白本

“崇川”与“崇州”
□黄浪

朱兆蓉籍贯辨
□彭伟

班思德的这段话，已经成为评价张謇及张謇时代的南通的经典，如今被很
多人引用。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这段话，即南通取得了令外籍人士感慨的成
就，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功于张謇的引领，这些成就综合之下，使得南通成为中国
一个独特的城市。

在我的家乡，江安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历史上，江安一度
改名邓白乡。邓白是一位烈士的名字。他的故事至今流传在江
安人民的口中。

邓白（1921—1946），原名邓修相，字树藩，阜宁县施庄乡人。
5岁读私塾，他自幼很聪明，尤爱诗词歌赋、书画金石。1938年
秋，他考入盐城高中。1939年，日军侵犯苏北，学校解散，他进入
兴化的江苏省战地实验中学读书。他品学兼优，坚信救国救民的
真理，秘密加入校内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0年的夏天，日军偷袭学校。大难当前，邓白临危不乱，抢
救伤员。他背着受伤的同学刘于九连跑10多里路，到达安全区
域，又出钱为同学治好伤痛。秋天，他接到党的命令，动员进步同
学，结伴进入盐城“抗大五分校”学习。抗大五分校全称为中国人
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于1940年11月在盐城成立，陈毅
兼校长和政治委员，赖传珠兼副校长，冯定任副校长。邓白成为
该校创办初期的学生之一。一年后邓白毕业，从此他进入金融战
线工作，先后出任苏中三分区税务管理局第二总局宣堡分局主
任、泰县财政经济局（简称财经局）任副局长、泰县财经局局长、靖
江县财经局局长等职。作为一名党员，他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
恳地在红色金融战线上耕耘：冒着生命危险，挺进边区，开辟财
源，编写宣传手册，鼓舞人民斗争，揭露敌人诬陷，最终超额完成
上缴的税收任务。

具体说来，1943年春，邓白出任泰县财经局副局长。在区乡
游击队的配合下，他带领财税干部下乡征粮，保障军需民食。他
还编写《宣传提纲》，发放给民众及基层干部。邓白的征粮工作甚
至推进到敌占区，一时间，泰县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出现明显好
转，保证军政给养的同时，还有大量的结余。这些无疑都与邓白
认真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1944年4月，邓白接任泰县财经局局长。他会同敌工部门人
员，积极合作，宣传解放区商业政策，动员商人前往解放区开店做
生意，鼓励解放区商人出境做生意，有效地繁荣了解放区的商
业。他还积极组织各种生产和消费合作社，亲自在雅周办起公私
合营的惠民公司，帮助雅周区成立区合作联社。泰县及其周边解
放区的市场，变得活跃起来，可谓欣欣向荣。

有了泰县的成功经验，邓白受到上级青睐，于1945年春，被调
往靖江，出任财经局局长。次年初夏，他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靖江
东部的靖东区，负责“五四”土改工作。此时，国民党反动派撕毁
《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白色恐怖笼罩整个苏中大地，敌人
“还乡团”肆无忌惮地出击，欺压民众，抓捕革命人士。在这种严
峻的形势下，邓白日夜奔波，走家串户，组织翻身农民拿起枪，举
起刀，保护自己的田地与家园。他还率领武工队深入柏木桥、新
港等据点的周围地区，发动群众，狠狠地打击反动分子，胜利完成
土改任务。他还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团结广大群众，为后来的
坚持斗争打下深厚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

1946年下半年，如皋一带白色恐怖越发严重，斗争越发残
酷。组织上考虑到邓白工作积极，经验丰富，又将他调来如皋，
出任如皋财经局局长。妻子离别如皋，前往苏中党校学习。他
为妻子送行，不曾“儿女情长共沾巾”，而是充满党性地向她告
白：“你去学习，我就无后顾之忧了，可以全力以赴与敌人斗争
到底。”他还叮嘱妻子：“要为革命安心学习，学好本领，为解放
全中国，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11月，邓白在江安区召开县区
两级财经干部会议，动员部分人员北撤，同时动员部分干部同
他留下，坚持在南线战斗。他对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深情地说
道：“要做一个金刚钻，经得起烈火的考验，切切不可做牛屎，火
一烧一堆灰。”11月6日的晚上，邓白带着同行人员路过江安区
周丁乡，便在农民孙荣庆家吃饭休息，此时，他不幸被民兵误伤
牺牲。如皋人民不忘这位金融战线的金刚钻，将江安乡更名邓
白乡。

朱兆蓉是近代篆刻家，关于他的籍贯，诸家说法不一。
《遂昌西乡世界》记为“遂昌知县朱兆蓉（泰兴籍）”。此说不

实。许多诗文及部分资料书籍均记载朱兆蓉为如皋人。《清授资
政大夫知遂昌县事芙镜朱君墓志铭》就言“君讳兆蓉，字芙镜，江
苏如皋县人”。包兰瑛自言：“洎光绪壬辰，归如皋朱氏”，而非泰
兴朱氏。诸如此类的佐证，举不胜举。

朱兆蓉是如皋人无疑。民国时期，如皋一度管辖今天的如皋
市、如东县及海安、泰兴两市的部分区域。朱兆蓉是如皋何处人
呢？笔者翻阅全套《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一无所获。幸有《东
皋印学》留下线索：“朱兆蓉，清末如皋县丰利（今属如东）人。”如
东无误，丰利不准。读遍《丰利镇志》，一无朱兆蓉，二无《听泉楼
印谱》。

朱兆蓉实为清末如皋潮桥人。清末学者、道光二十五年进士
李联琇（1820—1878，江西临川人）为朱霖《旷观楼诗存》作序：“如
皋为崇州属邑。邑东有潮桥镇。镇离州北东百余里、县东九十
里，朱氏聚族其间。”清末，朱氏族人聚集潮桥朱家园，富甲一方。
《潮桥志》记载，“南朱家园”（后为潮桥中学），原系地主朱元宰的
庄园，一进七堂，中有小木楼，名为“旷观楼”“听泉楼”，毁于抗战
时期。诗序溯源，木楼留痕，朱霖无疑是潮桥人。

《潮桥志》又清楚地记述“朱鼎文为潮桥人”。祖父、伯父的
籍贯一清二楚，朱兆蓉无疑也是潮桥人。朱昌仁乃朱兆蓉后人，
曾向笔者表示，其祖从掘港迁来潮桥，融入朱家园，朱兆蓉肯定
是如皋潮桥（今属如东）人，绝不会是丰利人，而且1917年朱兆
蓉最终下葬于如皋县之岔河镇（今属如东县）西石家庄，毗邻潮
桥。

江海关税务司戈登·洛德主持的
1912—192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里，在
第249—250页，专门为南通设置了独
立的章节，由二等帮办班思德撰写。那
时的南通已经成为众口相传的模范城
市，因此《海关十年报告》的叙述从张謇
和大生纱厂的简单介绍，拓展为对南通
城市的全面评析，摘要如下：

现为上海附属口岸的南通，早在
1899年就开始了建设。它从一开始就
坚持自治的原则。当地有财有势的商人
在二十年前就组成南通自治会，对南通
后来的发展，对于建立警备力量、修筑道
路、兴建医院、学校而筹措资金作出了贡
献。

南通与中国内地城市不同，除街道
比较狭窄外，一切都像上海的公共租
界。市内有各种商店，西式楼房到处可

见。
南通成为模范城市应归功于张謇先

生的悉心经营。南通是一个不靠外国人
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更生建设的城市，
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
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
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班思德的这段话，已经成为评价张
謇及张謇时代的南通的经典，如今被很
多人引用。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这段
话，即南通取得了令外籍人士感慨的成
就，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功于张謇的引领，
这些成就综合之下，使得南通成为中国
一个独特的城市，即两院院士吴良镛认
为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是中国早
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
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
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

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
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类似的对张謇和南通的赞誉，在同时
代很多外国人的文章里都有体现。查尔斯
T·保罗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的召唤》一
书的南通部分，认为“让南通从中国所有城
市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由于在中国人少
有的主动精神影响下，它成为改革和发展
最有成效，进而也是最声名鹊起的地方”。
对于张謇在南通崛起过程中的作用，查尔
斯T·保罗的评述相当到位：

这座河边大镇在过去十多年中逐渐发
展成了现代化的模板，而促成这一转变的
主要功臣就是被众人视为“全中国最慷慨、
最热心公益”的张謇。作为一名前清朝政
府的翰林学士，张謇后因支持共和而出任
袁世凯第一任内阁成员，成为农商总长。
这位富有远见及行动力的百万富翁、地主、
实业家兼政治家辞官回到故乡，在那里打
造他自己的新梦想。他在当地主导的市政
建设以及公益项目使南通成为了许多省市
的瞩目之处，为这个刚萌发民主嫩芽国家
里的富人树立了爱国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新
榜样。

在南通发展的过程中，天生港自开商

埠是重要一环，也是张謇开放胸襟的体
现。1906年清政府批准天生港暂作可以起
下货物之不通商口岸。天生港在江海关管
辖范围，开埠工作得到江海关技术上的支
持。1907年2月22日，好博逊派江海关副
理船厅鹤而生，与大生纱厂的翻译一同搭
乘“鄱阳”船，前往南通测看天生港埠头事
宜。鹤而生回上海后向好博逊禀报了天生
港码头建筑的基本情况，如“码头现已在动
工创造，自岸边起至江心筑木桩250尺。外
筑浮桥两顶，自25尺至30尺长，15尺至20
尺开阔，一边放在方木桩之上，一边放在平
底驳船之上。另外再作浮桥两顶，长30尺
至40尺，阔15尺至20尺，接连趸船。”此外
对用作趸船的“威靖”兵船，以及另外一艘

“铁壳鸭尾船”如何移放码头，提出了技术
上的建议。1907年 10月 22日，根据总税
务司的要求，作为江海关税务司的好博逊
又把后续产生的涉及天生港开埠的往来函
件，包括上海道瑞澂迭次给江海关的来函，
汇总上报税务处。之后在好博逊给瑞澂的
另外一封信中，还附录了江海关所拟的天
生港征税试行办法、查勘埠头趸船绘图的
说明等。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海关十年报告
（1892—1901）》封面
及内页，原件藏徐家汇
藏书楼。

50年前的猪价与肉价
□程太和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在那个
物质贫乏的六七十年代，对畜产品的价
格有着特殊的记忆。别的不说，就说说
50年前的生猪收购价格与肉价吧！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
期，海安县各公社大多设有食品站，生猪
由食品站统一收购，没有食品站的公社，
由供销社代理收购。食品站属县食品公
司垂直管理。公社食品站基本上设在邻
近公路或河道的旁边，以便于外销运
输。生猪根据肥膘状况定为6个等级，6
等价格最低，1等价格最高，每斤价格在
0.42元至0.54元之间。生猪要达到120
斤（毛重减去生猪吃的食物）才能出售。
也就是说，一头120斤的6等生猪，出售
价格为：0.42×120＝50.4元。当时，农
民养了10多个月的生猪，一般也就在一
百三四十斤的样子，等级大多为6等或5
等（生猪整天吃的粗饲料，不长膘）。也
就是一头猪的出售价格在60元左右。
一个农户家里一年养两三头猪，多的也
有的养四五头猪。两头猪可卖到120

元，五头猪可卖到300元。对农民来说，
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生猪出售了，还有
粮食、化肥、布票等奖励。过去，食品站
的收购员是相当吃香的。我们班上有个
同学的父亲在食品站工作，学校里的老
师家中要卖猪的时候，就与这个学生套
近乎，有的还请这个学生一起到食品站
去帮助卖猪，跟收购员打个招呼，生猪称
重时，食物少减一点，上下就能相差几元
钱。那时，教师的地位显然不如食品站
的收购员。收购员嘴上叼着烟，耳朵上
夹着烟，咋一个“气派”了得。1977年至
1978年，生猪收购价格略有增长。1979
年至1984年，生猪收购价格先后两次调
整，由每50公斤均价49.25元调至每50
公斤均价64.30元。60年代至70年代，
每户家庭还有一头猪0.1亩的饲料田。
1985年后，生猪收购价格放开，食品站
的好日子也算走到头了。

关于肉价，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期，价格基本
上是每斤 0.74 元，咸肉价格每斤 0.82

元，有极个别年份的夏天，生猪大量上市，
猪肉敞开销售，鲜肉价格一度降为0.65
元。那时，羊肉的价格是每斤0.60元，比
猪肉价格便宜。过去，生猪的宰杀由食品
站负责，没有食品站的地方，供销社宰杀生
猪。50年代至70年代初中期，南通地区
内最大的生猪加工企业是如皋肉联厂（初
名“如皋毛猪加工厂”），1976年海门四甲
建起了肉联厂，1982年南通也建起了肉联
厂。80年代初，海安在县城西南隅小焦港
河边建起了肉制品厂（后改称“海安肉联
厂”）。几个肉联厂的建立，南通地区生猪
加工冷藏能力大为提升，对外活猪调拨逐
年减少。过去，生猪收购价格便宜，鲜肉销
售价格也便宜，但农民很少有能力购买鲜
肉。可以说，农民除了卖猪时，买点肉招待
一下帮助卖猪的人，其他时间一年到头也
不买肉，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生产队宰杀
两三头猪分给农民尝点腥味。农户家中卖
猪时称上两三斤肉，家中的孩子想大快朵
颐的吃肉也不可能。我有个邻居，家中有
个小男孩，是长房长孙，爷爷奶奶宝贝得要

命，抱在手上怕跌了，含在嘴里怕噎了。有
一年家中卖了三头猪，称了几斤肉招待帮忙
的人，还请来了生产队的干部做陪。八仙桌
上，一碗红烧肉，再加上一盘大蒜爆炒肉片，
小孩坐在门槛上，看着很眼馋，嘴里不停地
咽着口水。过了会儿，小孩跑到厨房里跟奶
奶说：奶奶，他们把肉吃得差不多了。奶奶
说：他们吃的是肥肉，瘦肉剩下来留给宝宝
吃。小孩跑过来一看，碗里的肉全都吃光
了，又跑到厨房跟奶奶说，他们把肉吃光了，
我那有得吃？奶奶说：不要紧，还有肉汤
哩！肉汤泡饭最香，我孙子最喜欢肉汤泡
饭。小孩又跑过来了，一看，糟了！大人们
把肉汤也喝光了！小孩哭着跑到厨房，跟奶
奶说：奶奶，你骗我，他们把肉汤都喝了。奶
奶说：小宝贝不要哭，奶奶在灶角顶上还放
了一个肉骨头留宝贝啃的。奶奶将肉骨头
拿下来给了小宝贝。小宝贝一手拿着肉骨
头，一手揉着眼上的“猫尿（眼泪）”，脸上露
出了说不出的笑容。

50年前，猪价很便宜，肉价很便宜！但
那时想吃块肉，难哩！

崇川区是南通主城区，“崇川”之名
因此声名远播。近年随着中央创新区的
发展，一条宽阔整洁的大路——崇州大
道应运而生。南通的旧称“崇州”也再次
进入大众视野。“崇川”和“崇州”笔画相
似，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

在南通区划沿革史上，“通州”是南
通最常见的称谓，另外还有“静海”和“崇
州”。“崇州”存在的时间很短，宋代的地
理名著《舆地广记》记载：“皇朝天圣元年
改曰崇州，明道二年复故。”天圣元年为
公元1023年，明道二年为1033年，崇州
存在的时间总共只有十年，明道二年重
新改回了“通州”的称呼。

关于通州改名崇州的原因，一般认

为因刘太后之父名刘通，刘太后为避讳
而改通州为崇州。关于“崇”字的来源，
《读史方舆纪要》和嘉庆《大清一统志》都
表示该称呼源自当时南通管辖的崇明镇
之名。值得一提的是，今崇明城东有一
条崇州路，但崇明历史上只设置过崇明
州，从未使用过“崇州”一称。“崇州”指的
是南通，崇州路之名难以彰显崇明的历
史文化。

“崇州”之名的使用时间很短暂，不
过它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派生出了

“崇川”这个称呼。在宋代，州一级的行
政区划单位，除了具备一个正式称谓
外，还拥有至少一个官方赋予的别称。
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称“滕子京谪守巴

陵郡”。巴陵郡其实是岳州（今湖南岳阳）
的别称，并非正式区划单位名称。那当时
南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宋代另一部地
理名著《方舆胜览》的第四十五卷中称南
通“郡名‘通川’‘崇川’。”当时南通有“通
川郡”和“崇川郡”两个官方别称。可见，
崇州是南通的正式称谓之一，而崇川则是
相对文雅的美称。

可以发现，崇川之于崇州，和通川之
于通州的情况十分相似，“州”“川”二字在
地名上有时是通用的，这在全国各地的地
名中都有体现：四川达州市设有达川区，

“达州”和“达川”并存；重庆的合川区，历
史上叫过“合州”；陕北榆林一带旧有名城
银州，又称“银川”；山东淄博下辖有淄川

区，淄博的旧称又有“淄州”……更奇特的
是，“通州”与“通川”的共同使用在南通以外
的地方也存在。上述提到的四川达州，它还
有一个区叫做通川区，这个“通川”曾经叫做

“通州”。人们一般都知道“南北通州通南
北”，其实最早和南通重名的却是四川的“通
州”。

“崇川”在宋代开始出现以后，长期成为
南通的别称。清代的文史著作《崇川咫闻
录》《崇川诗集》《崇川竹枝词》《崇川诗钞汇
存》等都在书名中以“崇川”表示南通。历代
文人的作品中也多称南通为崇川。1991年5
月，经国务院批准，南通市城区更名为崇川
区，“崇川”正式从别称转化为行政区划单位
名称，其性质已与宋代的崇州相当。


